    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

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期间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性暴力。“慰安妇”制度的历史，是20世纪最野蛮的一段历史，是一段被施暴者刻意掩盖和遗忘的、却仍由受害者背负“十字架”的历史，更是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日军在世界上的第一个慰安所设在上海，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起源地。甲午战争后，日军和日侨大量涌入上海。自清末起，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就常驻上海，虹口江湾路一号便是其海军陆战队司令部。1931年底，日本海军指定“大一沙龙”等四家日本妓院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从此，一种罪恶的制度开始萌芽。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大规模侵入上海。为了鼓舞日军的斗志，防止军队内性病的蔓延，时任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要求日本国内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前线，为日本陆军提供性服务。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后来升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也曾承认是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便由上海、南京地区开始，将慰安所制度推广到中国各占领地，从而建立了数以万千计的慰安所。他们大量从殖民地的朝鲜和占领地的中国掳掠妇女充当性奴隶，其手法多种多样。战后日军老兵自己供认：在华北前线，日军将抓来的八路军女俘虏分配到各炮楼，每个炮楼约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士兵，那女俘虏便成了30多个士兵的专用性奴隶。等到那位女俘虏被摧残得奄奄一息之后，便被拉到操场上，作新兵练习胆量的靶子而被活活刺死。然后大家再等待着女俘虏的到来。有时等待不及，便到附近的村庄去扫荡，将“花姑娘”直接抢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这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推广到了东南亚各地。因此，慰安所遍及日军在各处的占领地，从中国的黑龙江到马来西亚，可以说，凡是有日军的地方，都有慰安所这种“合法”的强奸中心。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完善；“慰安妇”制度的规模，也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大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的20万日军“慰安妇”的数字，是在没有对中国大陆调查的前提下作出的，众所周知，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战场时间最长，地域最广，人口最多，被日军占领的国土面积也最大。与这一情况成正比的是，被掳掠为日军性奴隶的中国妇女人数也最多。

日军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难以计数的慰安所，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海南等地。经过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8年的调查和研究，查证到上海的日军慰安所至少有90家，云南滇西地区也有数十个慰安所，海南、南京、武汉的慰安所各有60家以上；我们保守地推算，日军的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其中半数是中国妇女！

现在，我们已找到了百余个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她们每个人都有着基本相似的苦难经历。如袁竹林、李连春、陈林桃、周巧妹、郭亚英、黄有良、味冬盖、伍来春、黄伍仲、符亚央、高味罗、王向、林亚干、李亚茜、乌昂扎、冯壮香、张二荷、侯冬娥、上官珠、吴惠蓉、、刘面焕、赵润梅、杨时珍、李存妮、王改荷、高银娥、侯巧莲、张五召、尚春燕、张先兔、陆秀珍、何君子、郑金女、陈金玉、卓天妹、符桂英、金淑兰、陈桂英、李秀梅、李喜梅、朴来顺、陈亚扁等，其中朴来顺、郭亚英、张五召、侯冬娥、侯巧莲等已不幸因病去世。像她们这样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很多。而出于种种原因没有站出来揭发的受害者人们至少有数千人。

我现在要说的是黎族妇女陈亚扁的故事。

陈亚扁于1923年7月生于海南陵水县祖关镇祖孝村，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是家中最小的女孩。1942年，陈亚扁19岁时，日军侵略海南岛，在陵水祖关建兵营。在陵水小黎寨，有不少女孩，被汉奸强迫抓入兵营，挑水煮饭，干各种杂活。当时陈亚扁和另一个同村的姑娘被抓去当童工，就住在汉奸团长的家里干活，劳动没有工钱。半年以后，陈亚扁因年轻漂亮被日本兵抓到三亚，关在一座两层楼的楼上，楼上房间大约10平方米，窗子都用木板钉死，白天都看不到阳光，门是被反锁的，只有到了吃饭和洗澡的时间才开，有人送饭送水进来，大小便也在这间房子里，有人提出去。有时天天晚上，有时隔天，总有两个左右的日本兵进来强暴她。日本人从来不给她吃过避孕药，他们也不用避孕套。陈亚扁天天哭泣，结果哭坏了眼睛，现在还经常红、痛，看不清楚，她流了50多年的眼泪。晚上日本人强暴她，她又痛又害怕，要是不让强暴，他们就会捏住她的脖子，打她的脸，叫她不准动。
后来陈亚扁的母亲就找汉奸团长要人，又哭又闹，说如果不把她放回来，就死给他们看。这个团长最后没办法，只好到日本人那里去帮她求情，终于她被放了回来。那时她的下身又红又肿，大小便都不能，可是还得不到休息，依旧到汉奸团长那里去干活，缝麻袋、洗衣服、做饭，算是轻活，一直做了三年。
在被抓去干活，做“慰安妇”之前，陈亚扁已有了一个恋人，当她被日本人从三亚放回来后，她的恋人非常理解和同情她。并去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为她报仇。五年后手上受了伤，复员回家，才和她结婚。
由于“慰安妇”的这段经历，陈亚扁的子宫变形，虽怀孕六次，但生下前六个孩子都是死胎。到第七次，丈夫把她早早送进医院打针、吃药，千方百计才保住，在1964年，生下了唯一的一个女儿。此外，陈亚扁腹部有炎症，一直疼痛。由于村里人都知道她的事，一些人议论她，看不起她，骂她是和日本人睡觉的女人。在“文革”中，人们把她抓出来绑住她，打她，她没办法说清楚。现在，她常常做恶梦、气喘，想吐，吃什么都不饱，胃总是有饥饿感。自丈夫前些年去世后，她就更苦了，别人都是儿女成群，有儿子奉养，可她只有一个女儿。现在身体不好，一直在打针吃药，生活来源完全靠的救济金。
她说：活着不如死，但她仍希望看到日本政府彻底低头认罪的那天。

（展示照片：陈亚扁在控诉，陈亚扁的家，陈亚扁的厨房等）

我再说云南受害者李连春的故事。
李连春原名李玉秀，1924年9月生（具体日期本人也不知），云南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人。1942年5月，日军第6师团松井秀治所率领的第113联队占领了龙陵。8月，刚满18岁的李连春在腊勐街卖菜时，和其他20多名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了。
 一个月后，被拉去作苦力的父亲回来了，日本人与维持会当事知道他有两个女儿，便对他说：“你回去把两个女儿送到皇军这里来，为皇军洗洗衣服，你家的一切税费也就免了，你有不用出来作夫了。”父亲不同意，5天后，被日本兵活活地用枪拖打死了，日本人又对母亲进行强暴和殴打，母亲也于当晚死去。李连春与妹妹因躲避及时，当天幸免于难。埋葬了父母之后，搬到了老叔家去住。
不到三天，维持会的当事又对李连春进行威逼利诱。无奈，为了亲人的安全，她与当地的10多个姐妹一起被带到了日本人的营地上
李连春等十几人就被带到了松山大垭口，这里成了日本人的慰安所。这里已经有了10多个姑娘了，有本地人，有缅籍印巴人，有韩国人，菲律宾人，还有满洲人。在这里，所有人都要穿日本服装，学日本礼仪，还要吃避孕药。晚上，既要陪日本兵玩笑，还要供他们蹂躏。
开始，日本人设了岗哨，看守得很紧，后来，见她们乖顺了，看守得也就松懈了。李连春在一个放牛老人的帮助下，逃离了慰安所。出来之后，才知道已经是1943年1月了。
 逃出之后，她不敢在集镇上出现，因为害怕再次被抓去。于是，她流落到怒江东岸的秉塞大山里。在一个深山的一个山洞里避难，吃野果，过了半年“白毛女”的生活。幸运的是，一年后她碰见了龙洞村一个叫高习贤的乡村医生，高治好了李连春的疾病，并要与她结婚。这时遭受高家的极力反对，高是个正直善良且富有爱心的人，他明知道李连春当年的悲惨历史，却毫不歧视，视她为结发妻子，并带着她离开舒适的家，而到深山里去创业。李连春生儿育女，过上了正常的生活。20年后，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建造了村里最漂亮的瓦房。不幸的是，高习贤因病去世，今年，李连春的36岁的儿子也因病死去。现在李连春与儿媳、孙女等生活在一起。当年作“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至今给她造成的精神创伤仍难以平复。   

像陈亚扁、李连春老人这样的受害者有许多，有的遭遇比她还惨痛。山西的李秀梅大娘手脚均被日军打坏，双手有十分明显的长短。南京的一位杨大娘，7岁时遭到日军野兽般的强暴，致使阴部被严重损伤，她使用了整整60年的尿布！上海崇明岛上的朱巧妹老人，当年是永兴饭馆的老板娘，她一家有4个女性被强逼为“慰安妇”，她今年已91岁，她是目前世界上日军性奴隶制度最年长的受害者。对于受害者来说，所谓的“慰安妇”的经历是无法醒来的噩梦；对于她们而言，战争仍没有结束。

自1993年以来，我们致力于在全国各地进行寻访“慰安妇”受害者的活动，我前后到过云南、海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香港等地调查，考证慰安所的遗址，记录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词。

目前，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世界史维会的热心支持下，对全国“慰安妇”受害者展开援助，每月援助每人12美元，这笔钱尽管不多，但基础能解决这些老人的温饱生活。现在接受援助的有57位老人，她们分布在北京、上海、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湖北、湖南、云南、海南和上海等地，她们非常感激史维会及对她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正义之士。但是，要让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能够完全改善晚年的生活，能够及时治疗疾病，还需要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大力关怀。

                         2001年11月15日

� 日朝协会崎玉县联合会编：《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


� 详见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 2000年2月陵水县城、黎寨自述，2000年3月29日-2月1日上海自述。附记：2000年2月，我们带着两位上海师大影视专业的学生去海南调查，同行的还有日本朋友西野留美子。我们从海口雇了一辆吉普车，然后沿着海南的环岛高速公路走访了一些县市。因为陈亚扁有些顾虑，陵水县政协主席苏光明先生非常周到的将老人接到县城，在县招待所，我们对老人进行了采访。说话时老人不停地擦着眼睛，她的眼睛被日本士兵打坏了。


尽管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使老人的情绪遭到很大破坏，但第二天早晨，老人已经恢复，她多次说，我是家中姐妹里最漂亮的一个。她说邀请我们去她的黎族寨子作客，我们接受了邀请。陈亚扁的村子没有公路相通，因此，下车之后随老人在崎岖的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那黎寨簇拥在椰林之中，风光秀丽。从房屋来看，村民们并不太富裕，陈亚扁的住房更是最次的。那是一座砖房，外墙并没有什么涂料，规模不大。入门是个堂屋，里面是卧室。厨房在屋子的右侧，两口大锅里一口煮着黑黑的蔬菜，知情的苏光明先生说，这是野菜，平时就是陈亚扁老人的主食，她常常是先舀一碗给自己吃，其余的给猪吃。我们望着这一锅野菜，不禁长叹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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